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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
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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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尚 君

　　摘　要：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 “行动”的对应关系成
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

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
为 “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
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 “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
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
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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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大会是雅典最主要的政治决策机构，会议召开时，在政治家的提议演说之后，与会民

众进行表决，获得通过的提议则成为法令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ａ），刻石公布，而法令中所指示的内容便

需要及时付诸实施。相应地，我们从存世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中可以看到， “演说”与

“行动”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甚至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而被反复运用。本文将对此修辞策

略加以分析，考察它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并且探讨其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行

动的同时，如何促进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

从研究路径上来看，通过对演说辞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深入到修辞策略的层面，

以考察雅典民主政治诸多方面的特征，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趋势。① 西

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作为雅典民主政治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治演说 （尤其是公民大会演说），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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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学者对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这一论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以芬利 （Ｆｉｎｌｅｙ）于１９６２年发表的一篇重

要论文 《雅典民众领袖》为开端的。芬利注意到掌握演说术对于政治家获得领袖地位所起到的关键作

用，同时，他主要从制度角度讨论了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各主要机构运作中的核心地位。 （见 Ｍ．Ｉ．

Ｆｉｎｌｅｙ，Ａｔｈｅｎｉａｎ　Ｄｅｍａｇｏｇｕｅｓ，＂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ｎｏ．２１ （Ａｐｒ．１９６２），ｐｐ．３－２４）该文具有开创意义，

而关于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更为深入的研究，则需建立在对存世演说辞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

们在借鉴和吸收西方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问题，例如晏绍祥 《演说

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蒋保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历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６期）；杨巨平、王志超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世界历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李

尚君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世界历史》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具有阐述事实、传达信息、提供建议和说服民众等基本功能之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还

发挥着更加深层的作用。目前西方较新的观点分别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一，表演文

化研究指出，雅典政治演说除了具有上述基本功能之外，还是一种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表演

行为，



说明其在言辞和行动两方面皆有优秀的表现。① 这很可能是与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口述传统及其

表演文化对公开演说能力所提出的特别要求有关。至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修昔底德笔

下的伯利克里，他被评价为 “在言行两方面皆有伟大的才能”。② 而且，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

伯利克里能够将自己在演说中的提议成功转化为实际行动。③ 根据现代学者尤尼斯 （Ｙｕｎｉｓ）的

分析，德谟斯提尼也似乎有意仿照修昔底德的以上描述，将自己塑造为伯利克里式的政治家。④

此外， “言”与 “行”还类似于名与实的关系，作为衡量行为或事件的标准。比如欧里庇得斯

《阿尔刻提斯》中所谓 “言词上 （ｌｏｇōｉ）而非行动上 （ｅｒｇōｉ）的朋友”。⑤ 再如，修昔底德笔下

的忒拜人曾经表示，所需要的应该是行动 （ｅｒｇōｎ），而非言词 （ｌｏｇōｎ），好的行为无需长篇大

论，恶行才需要言词予以掩盖。⑥ 基于这种思维模式，古希腊政治演说中的 “演说”与 “行动”

主题则成为 “言”与 “行”对应范畴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与前举诸例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

是用来对个别政治家的行为进行品评，而是指向雅典民众。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如克里昂

和亚西比德，皆在演说中对此有所涉及，使之成为古希腊演说术常用的修辞策略之一。而德谟

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种 “言”与 “行”对应关系，其中的 “言”不

但专指特定场合的公民大会演说，更引申为民众在公民大会中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与德谟斯

提尼要求民众采取的必要 “行动”形成对比。

公元前３５６年，由于弗基斯 （Ｐｈｏｃｉｓ）占领德尔菲而引发所谓 “第三次神圣战争”，雅典与

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Ｐｈｉｌｉｐ　ＩＩ）的援助，后者开

始插手中部希腊事务弗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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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ｏｕｄｅｎ ．．．ｔōｎ　ｄｅｏｎｔōｎ　ｐｏｉｏｕｔōｎ），导致雅典的政治事务陷于困境 （ｋａｋōｓ

ｔ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ａ　ｅｋｈｅｉ），促使腓力二世日益嚣张。① 第二篇 《反腓力辞》则进一步从 “演说”与
“行动”的角度将雅典民众与腓力二世对立起来：德谟斯提尼以讽刺的口吻指出，与腓力二世相

比，雅典民众既擅于进行 “正义的演说”，也更擅于理解他人的演说；但是，当需要阻止腓力二

世的侵略时，雅典民众却完全不采取行动 （ｐａｎｔｅｌōｓ　ａｒｇōｓ）。因此，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行动”

（ｈｏｉ　ｐｒａｋｓｅｉｓ）属于腓力二世，而 “演说”（ｈｏｉ　ｌｏｇｏｉ）则属于雅典民众。② 从德谟斯提尼所强调

的这一对比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演说的批评态度。然而，德谟斯提尼曾经承认雅典

的政体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正是建立在演说之上的 （ｅｎ　ｌｏｇｏｉｓ），③ 那么，在腓力二世的君主统治面前，

德谟斯提尼难道开始怀疑雅典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否定民主政体本身吗？

并且，德谟斯提尼进而在第三篇 《反腓力辞》中明确表示，他所严厉批评的正是雅典民众的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难道这里的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同样是指 “政体”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批评呢？

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 《反腓力辞》中指出，一些雅典政治家利用演说取悦民众，而不是提

出最好的建议，他们只在意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却不关心城邦面临的形势，结果致使城邦将

不幸的责任归于城邦自身，腓力二世却得以逃脱惩罚，为所欲为。④ 对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说：

“这就是你们所习惯的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ｈａｉ　ｄｅ　ｔｏｉａｕｔａｉ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　ｓｕｎēｔｈｅｉｓ　ｍｅｎ　ｅｉｓｉｎ　ｈｕｍｉｎ）他前后均

使用 “雅典人”（ōａｎｄｒｅｓ　Ａｔｈēｎａｉｏｉ）的呼语，说明这里的 “你们”即指 “雅典民众”。我们注

意到，德谟斯提尼的批评对象似乎主要是政治家，但是他所谓的政治家的 “取悦”却已经暗示

出民众对待政治家演说的态度，而且，接下去德谟斯提尼就将批评的重点立即转向民众。他指

责民众剥夺了政治家 “自由言论” （ｐａｒｒēｓｉａ）的权利，阻止政治家进行政治提议。⑤ 在德谟斯

提尼看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民众听取演说的方式，他认为：在公民大会中，民众受到

政治家的恭维，他们听取演说只是为了获得乐趣；但是，“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ｅｎ　ｄｅ

ｔｏｉｓ　ｐｒａｇｍａｓｉ　ｋａｉ　ｔｏｉｓ　ｇｉｇｎｏｍｅｎｏｉｓ），民众却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⑥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便可以理解德谟斯提尼对雅典民众的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所提出的批评。需要说

明的是，ｐｏｌｉｔｅｉａ固然有 “政体”之义，即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则；但是，它在本

义上是指城邦公民身份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体现为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政治参

与的权利。因此，法伦加 （Ｆａｒｅｎｇａ）将ｐｏｌｉｔｅｉａ译作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⑦笔者倾向于

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一词理解为 “践行”，那么，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也就是 “公民身份的践行”，即城邦公民通

过政治参与而实践其公民身份的行为方式，而城邦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则正是建立在这种
“践行”的基础之上。在德谟斯提尼的表述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使用了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的复数形式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从古希腊语的词法来看，这表明，他的批评对象并非雅典民主政治运作的一般性抽象

原则，而是雅典民众具体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他所阐释的内容上看，也就是民众在公民大

会上如何听取政治家的演说来参与政治商议。德谟斯提尼试图警示民众，他们偏好奉承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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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拒绝听取其他政治家的演说，这种不良的政治参与方式实际上损害了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
“自由言论” （ｐａｒｒēｓｉａ）原则。① 可见，德谟斯提尼认识到，民众实践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决定着城邦的政体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他旨在以后者的原则来批评前者，而不是从根本上
否定后者。

而且，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的是，在上文所列举的批评中，德谟斯提尼曾经使用ｍｅｎ／ｄｅ句

式以突出 “在公民大会中” （ｅｎ　ｍｅｎ　ｔａｉｓ　ｅｋｋｌēｓｉａｉｓ）与 “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 （ｅｎ　ｄｅ

ｔｏｉｓ　ｐｒａｇｍａｓｉ　ｋａｉ　ｔｏｉｓ　ｇｉｇｎｏｍｅｎｏｉｓ）的对比。② 其中，公民大会是民众听取政治演说的最主要场
合；而ｐｒａｇｍａｔａ源于动词ｐｒａｔｔｅｉｎ （行动），既可以指 “事务”，又可以根据其词源而指 “行
动”。因此，可以说， “在公民大会中”与 “在实际事务和事态发展方面”的对比也就代表着
“演说”与 “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而正是这一主题贯穿于德谟斯提尼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
议论与批评之中。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 《反腓力辞》中继续说，民众只要求 “被收买者”进行
演说，这些人的演说可以让民众发笑，因为民众喜欢政治家之间的互相污蔑、嫉妒与嘲笑，并
且从这些人的谩骂中获得乐趣。③ 德谟斯提尼进而指出，民众以这种拙劣的方式进行政治商议，

却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 （ｍēｄｅｎ　ｈōｎ　ｐｒｏｓēｋｅｉ　ｐｏｉｅｉｎ）。④ 他反复强调，这体现了民众的 “愚
蠢”与 “疯狂”。⑤ 我们不难发现，德谟斯提尼主要关注的是民众在政治商议过程中的认知能力，

他试图引导民众避免 “愚蠢”与 “疯狂”，以良好的方式听取政治家的演说。在德谟斯提尼看
来，要做到这一点，民众在听取政治家的演说时必须以 “行动”为出发点。这在 《论和平》中
有着更清楚的表达，德谟斯提尼批评道，雅典民众不是 “在行动之前”（ｐｒｏ　ｔō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ōｎ）而
是 “在行动之后”（ｍｅｔａ　ｔ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ａ）进行政治商议，结果使得民众一方面 （ｍｅｎ）将那些指
责他人过失的政治家视为 “擅于演说”（ｅｕ　ｌｅｇｅｉｎ），另一方面 （ｄｅ）却忽略了行动以及所商议的
事务 （ｔ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ａ　ｋａｉ　ｐｅｒｉ　ｈōｎ　ｂｏｕｌｅｕｅｓｔｈｅ）。⑥ 在此，德谟斯提尼同样使用ｍｅｎ／ｄｅ句式来突

出 “演说”与 “行动”的对应关系，很明显，他试图借此影响民众的政治商议方式，要求民众
以 “行动”为前提来听取政治家的演说，并且以 “行动”为标准对这些演说做出判断。同时，

德谟斯提尼声明，他本人在从事政治活动和进行演说时 （ｅｇōｐｅｐｏｌｉｔｅｕｍａｉ　ｋａｉ　ｌｅｇō），就是出于
对实际事务与行动的理智思考 （ｔ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ａ　ｋｒｉｎōｋａｉ　ｌｏｇｉｚｏｍａｉ），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实际事务
与行动所必需的 （ａｐａｕｔōｎ　ｈｕｐａｒｋｈēｉ　ｐｒａｇｍａｔōｎ）。⑦ 德谟斯提尼在此反复强调ｐｒａｇｍａｔａ （实
际事务、行动），将它与自己的演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为自己的演说寻求合理性，以赢
得民众的赞同。

尤尼斯 （Ｙｕｎｉｓ）在分析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的 “开场白”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强调
的 “演说”与 “行动”的对应关系，他指出，这体现了德谟斯提尼对雅典民主政治商议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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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ｐａｒｒēｓｉａ，可以参考萨克森豪斯 （Ｓａｘｏｎｈｏｕｓｅ）最近的讨论，他指出，不能将ｐａｒｒēｓｉａ等同于现代

意义上的 “言论自由”权利，因为它所体现的不是民众被赋予了言论的权利，而是民众主动地掌控言
论。见Ａｒｌｅｎｅ　Ｗ．Ｓａｘｏｎｈｏｕｓｅ，Ｆｒｅ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ｔｈｅ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８５－９９．
古希腊人习惯于在两个并列句或并列短语中分别使用小品词ｍｅｎ和ｄｅ，一般用来表示这两个并列句或
并列短语在意义上的对比。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　ＩＩＩ，５４．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　ＩＩＩ，６７．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　ＩＩＩ，５４，６７．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２．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１２．



洞察，他之所以如此议论雅典的政治商议方式，是为了向听众表明，他本人具有必要的批判智

慧，并将这种智慧以有益的方式应用于政治活动，以此表现自己作为提议者的权威性以及动机

的正当性。① 不过，笔者认为，德谟斯提尼这一修辞策略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对民众政治参与

方式的批评更在于试图塑造民众的政治角色，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公民大会演说现场

的听众，而更是城邦事务方面的 “行动者”。

在第三篇 《反腓力辞》的结尾处，德谟斯提尼说，如果每个人都只 “坐着” （ｋａｔｈｅｄｅｉｔａｉ）

追求自己的喜好，考虑自己如何避免采取行动 （ｈｏｐōｓ　ｍēｄｅｎ　ａｕｔｏｓ　ｐｏｉēｓｅｉ），那么也就不会再有
“行动者”（ｔｏｕｓ　ｐｏｉēｓｏｎｔａｓ）。② 这里的 “坐着”即指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德谟斯提尼利

用对 “坐”这一具体动作的强调而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听取演说的公民大会现场，试图要

求民众以 “行动者”的角色意识参与公民大会的政治商议活动。

民众 “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表述在另外两篇 《反腓力辞》中也得到反复重申，并且始终

和 “演说”与 “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篇 《反腓力辞》批评道，当腓力二世

不断实现其野心的时候，雅典民众却 “迟疑而呆坐不动” （ｍｅｌｌｏｎｔａｓ ．．．ｋａｉ　ｋａｔｈēｍｅｎｏｕｓ）。③

这里用ｍｅｌｌｏｎｔａｓ （迟疑着）与ｋａｔｈēｍｅｎｏｕｓ （坐着）两个分词生动地描绘了民众参与政治商议的

方式，其中，ｋａｔｈēｍｅｎｏｕｓ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



（ｔｈｅａｔａｉｓ），旨在讽刺公民大会演说竟然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演说技艺的表演，而这种表演功能已
经取代了公民大会演说应有的政治商议功能。在这里，克里昂虽然也曾提及 “演说”与 “行
动”，但是其中的 “行动”意指 “事实”，重在批评民众仅仅依靠演说不能获得关于事实的准确
信息，并且就此指出 “观众”与 “商议者”的对比，以此提醒雅典民众作为 “商议者”
（ｂｏｕｌｅｕｏｍｅｎｏｉ）的政治角色。与克里昂不同，德谟斯提尼所强调的 “行动”则是指演说提议内
容的实施，是演说所要实现的真实结果，意在塑造民众作为 “行动者” （ｐｏｉēｓｏｎｔｅｓ）的政治角
色。同时，他又反复提醒民众 “坐”在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以这种生动而切近的方式
影响民众的认知，不但试图影响民众在参与政治商议过程中对政治家提议的选择与判断，其效
果更可能是引导民众从 “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出发，来审视和反思自身在公民大会现场参
与政治商议的方式。

二、“一致的行动者”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将集中分析德谟斯提尼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案例，考察他在
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引申 “演说”与 “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并且如何塑造民众作为 “行
动者”的政治角色。

公元前３５０年前后，为了筹备对腓力二世的战争，德谟斯提尼曾经主张雅典必须派遣公民
兵作战，同时实施相应的财政改革。在这一时期的多篇公民大会演说辞中，第一篇 《反腓力
辞》、第二篇 《奥林图斯辞》和第三篇 《奥林图斯辞》，均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从
这些演说辞的内容来看，德谟斯提尼的这项提议将涉及雅典公民集体当中不同群体或阶层的利
益。在公民大会现场，来自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民众之间在经济地位与政治职能方面存在差异，

因而便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项提议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产生意见分歧。德谟斯提尼明确
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演说中尽力使这些属于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民众达成共识，一致赞同
他的提议。为此，德谟斯提尼着重塑造了民众作为 “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以之作
为民众在公民大会现场所共享的认知基础。

德谟斯提尼主张，不能单纯依靠由外邦人组成的雇佣军 （ｋｓｅｎｏｉ）进行战争，雅典公民
（ｐｏｌｉｔａｉ）应该与雇佣军配合作战。他给出具体数字，例如，２０００名步兵中，要有５００名雅典公

民；２００名骑兵中，要有５０名雅典公民。① 德谟斯提尼解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雅典的财力不
足以支持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对雇佣军自身缺点的考
虑。他举例说明，雇佣军只是为了获取报酬而参加战斗，将军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

便无法率领他们，其结果是雅典盟邦受到攻击，敌人却得以壮大。② 因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要
让将军做到令出必行，就必须给将军和士兵提供报酬，并且配备公民兵以监督战事。③

正是针对这项提议，德谟斯提尼将 “演说”与 “行动”转化为 “法令”与 “行动”的对应
关系主题，因为公民大会法令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ａ）正是民众在参与政治商议的过程中通过听取政治家
的提议演说而形成的政治认知的产物。④ 德谟斯提尼在第三篇 《奥林图斯辞》中曾经指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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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　Ｉ，１９－２２．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　Ｉ，２４．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　Ｉ，２５．
雅典人将他们的公民大会法令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ａ）又称为ｄｏｇｍａ，后者来自于动词 “认识”（ｄｏｋｅō），可见，

公民大会法令被视为民众所达成的某种认识。



不能付诸实际行动，公民大会法令就是毫无价值的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ｏｕｄｅｎｏｓ　ａｋ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ｎ）。他更以讽
刺的口吻说，如果法令能够自动地迫使民众采取必要的行动 （ｈａ　ｐｒｏｓēｋｅｉ　ｐｒａｔｔｅｉｎ），那么，民
众本没有必要再通过许多法令；然而事实是，虽然有这些法令，民众却无所作为 （ｏｕｄｅｎ

ｅｐｒａｔｔｅｔｅ）。德谟斯提尼解释说，尽管在时间顺序上 “行动” （ｐｒａｔｔｅｉｎ）后于 “演说与表决”
（ｌｅｇｅｉｎ　ｋａｉ　ｋｈｅｉｒｏｔｏｎｅｉｎ）；但是，在效力上 “行动”却重于 “演说与表决”。他由此激励民众将
他们在演说方面的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① 第一篇 《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在论及雅典需要
筹备的军队规模时，则更以 “法令”与 “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对民众提出批评。他说，“在法
令中”（ｅｎ　ｔｏｉｓ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ａｓｉｎ），民众选择最大的军队规模，但是，“在行动中”（ｅｎ　ｔōｉ　ｐｒａｔｔｅｉｎ）

却连最小的规模都做不到。② 因此，他要求民众在表决时 （ｋｈｅｉｒｏｔｏｎēｓｅｔｅ）必须意识到，他们不
是以 “法令和命令”（ｔｏｉｓ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ａｓｉ　ｋａｉ　ｔａｉｓ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ｉｓ）而应该以 “行动”（ｔｏｉｓ　ｅｒｇｏｉｓ）与腓
力二世作战。③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法令”与 “行动”对应关系的主题同 “演说”

与 “行动”在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中的修辞作用是相同的，都是用于将民众塑造为 “行动
者”的政治角色，提醒民众以这种角色意识来听取政治家的提议演说，商议城邦公共事务，并
且做出政治决议。

同时，在第一篇 《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重申民众如果仍然热衷于听取政治家之间在
演说中的互相攻击与谴责，就会丧失一切采取必要行动 （ｔōｎ　ｄｅｏｎｔōｎ）的机会。他在此处批评民
众这种不当的政治商议方式时，同样指出后者 “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状态：ｋａｔｈōｍｅｔｈ

ｏｉｋōｉ。④ 其中ｋａｔｈōｍｅｔｈａ的意思是 “我们坐着”，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ｏｉｋōｉ
本义是 “在家中”，这里则转义为 “在自己的城邦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谟斯提尼接下去
提到雅典人向外派出的将军，他说：“当你们把将军连同空洞的法令和来自演说台上的希望一起
派遣出去的时候 （ｈｏｐｏｉ　ｄａｎ　ｓｔｒａｔēｇｏｎ　ｋａｉ　ｐｓēｐｈｉｓｍａ　ｋｅｎｏｎ　ｋａｉ　ｔａｓ　ａｐｏ　ｔｏｕ　ｂēｍａｔｏｓ　ｅｌｐｉｄａｓ），

你们的必要行动 （ｔōｎ　ｄｅｏｎｔōｎ）并未实现。”⑤ 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要求民众不能只给出
“空洞的法令和来自演说台上的希望”，另一方面又把它与 “将军”并列起来，共同作为动词

ｅｋｐｅｍｐｓēｔｅ （给出、派出）的宾语。⑥ 这里同时出现了 “将军”、“法令”和指代公民大会演说的
“演说台”，也就是说，在原先 “演说”与 “行动”以及 “法令”与 “行动”的对应关系中，还
蕴含着另一组对比，即 “坐在自己城邦中的民众”与 “被派出的将军”，或者可以概括为 “商议
者”与 “将军”的对比。这也就是从 “演说”与 “行动”对应关系中引申出的两种不同政治角
色之间的鲜明对比。

关于这组对比关系，德谟斯提尼指出，像 “将军”指挥战争一样，“商议者”（ｔｏｕｓ　ｂｏｕｌｅｕｏｍｅｎｏｕｓ）

应该负责指导实际的事务与行动 （ｔō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ōｎ）；但是，偏好演说而延误行动却是一种羞耻，因为
“演说的魅力”（ｈēｔōｎ　ｌｏｇōｎ　ｋｈａｒｉｓ）于事无补，将有损于行动 （ｅｒｇōｉ）。⑦ 这说明，德谟斯提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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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商议者”与 “将军”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的状态，其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军事事务的漠不关

心。他批评说，民众表决选出各类军事长官，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市集广场上像泥偶一样进行表

演，却不是到战场上作战。① 德谟斯提尼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众只考虑自己在城邦中的

舒适生活。他将雅典的节日庆典与军事筹备加以对比：前者有着财政支持和缜密确定的计划，

后者不但缺乏财政供给，而且往往仓促进行，结果延误了 “行动的时机” （ｔｏｎ　ｔｏｕ　ｐｒａｔｔｅｉｎ

ｋｈｒｏｎｏｎ）。② 他还指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民众将战事的失利归咎于将军，导致将军经常受到审

判，却不敢战死疆场，这也是可耻的。所以，德谟斯提尼最后提出要求，雅典民众应该作为公

民兵参加战争，在战场上监督军事行动，这样，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便不再只是听取演说，

而是亲历亲为，因此也就能够在掌握真相的情况下 “回到自己的城邦” （ｏｉｋａｄｅ）对将军进行述

职审查。③ 这里的ｏｉｋａｄｅ与前面的ｏｉｋōｉ相呼应，都是为了突出 “在城邦中”作为 “商议者”的民

众与派遣在外的 “将军”之间在政治职能方面的差异。德谟斯提尼提醒民众，这种差异不应演变为

分裂，而需要通过行动加以弥合。对此，他在不久之后的第二篇 《奥林图斯辞》中更加明确地提

出，民众有必要实现ｋｏｉｎｏｎ。④ 古希腊语中，ｋｏｉｎｏｎ有 “共同”之义，也就是说，在德谟斯提尼

看来，民众必须作为 “一致的行动者”，采取共同的行动。

第二篇 《奥林图斯辞》同样论及 “商议者”与 “将军”之间的分裂：民众派出的将军只为

个人利益从事战争，将军与士兵获得报酬，城邦的公共事务却陷于困境；当民众审判将军时，

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便仅根据他们的申辩演说而放过他们。⑤ 德谟斯提尼进一步指出这种分裂

的严重危害：如果一部分人像暴君一样发布命令，另一部分人出资装备战舰、交纳战争税并且

参军作战，再有一部人则只是投票判决这些出资参战的人们，那么，任何必要的行动 （ｔōｎ

ｄｅｏｎｔōｎ）皆无法实施。⑥ 此处所批评的已经不仅是 “商议者”与 “将军”之间的分裂状态，而

且暗指参与政治商议和法庭审判的民众

$

%



法律的保护，不得挪作他用。因此，德谟斯提尼在这里要求废除有关保护 “观剧基金”的法

律。① 为了阐释这项提议，他特别指出，“观剧基金”是将本来用于军事的款项发放给 “留在城

邦中的人们” （ｔｏｉｓ　ｏｉｋōｉ　ｍｅｎｏｕｓｉ）。② 我们注意到，此处再次出现ｏｉｋōｉ，也就是重申了 “城邦

中”



民身份认同的体现。根据德谟斯提尼后来的诉讼演说 《使团辞》（公元前３４３年）的说法，欧布

鲁斯在迫使雅典民众接受 《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的时候，甚至将 “观剧基金”作为其说服策

略的王牌，以近乎威胁的口吻警告民众，若不接受埃斯基尼斯 （Ａｅｓｃｈｉｎｅｓ）和腓罗克拉底有关

和平协定的提议，就只能以废除 “观剧基金”为代价，必须二者择一。① 和平协定最终果然获得

通过，这说明，对 “观剧基金”的维护在当时的确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这种状态应该一直持

续到公元前３４０年代末期。

德谟斯提尼的一系列 《反腓力辞》和 《奥林图斯辞》正是集中发表在公元前３５１年至公元

前３４１年期间，也就是在他推行反马其顿政策遭受巨大阻力的时期。②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演说辞中所呈现出的必然是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最具说服效力的修辞策略。 “演说”与 “行

动”的主题以及 “一致的行动者”的角色塑造，便包含在其中，而且如此频繁的反复运用，可

见它所受到的高度重视。如上文所述，德谟斯提尼为了实施反马其顿政策而提出的财政改革措

施，尤其是废除 “观剧基金”的建议，将被视为对民主政治的破坏而遭受强烈反对，这会成为

他在发表公民大会演说时所面临的来自于民众方面的最大阻力。于是，他一方面指责个别政治

家利用 “观剧基金”限制民众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才真正是剥夺民众的权力；另一方面，

通过将民众的政治角色塑造为 “一致的行动者”，从而为自己的提议寻求更坚实的依据，即古希

腊城邦体制的根本原则。德谟斯提尼强调，民众之所以要采取一致的行动，是为了防止他所谓

的分裂状态，从前面的引文来看，这主要存在于 “商议者”、军人和负责审判的陪审员之间，也

就是民众当中具有不同政治职能的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分裂，而正是此处所列举的这三种

职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比喻为动物的灵魂。《政治学》中指出，类似动物灵魂的部分，就是战

争职能 （ｐｏｌｅｍｉｋｏｎ）、审判职能 （ｄｉｋａｓｔｉｋēｓ）和商议职能 （ｂｏｕｌｅｕｏｍｅｎｏｎ），它们或者由同一些

人承担，或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③ 由此来看，德谟斯提尼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民主政

体，而上升到城邦得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同时，他要求 “所有人”都为城邦履行相同的责任，

其实就是要求承担不同职能的公民群体必须在行动中达成 “一致”（ｋｏｉｎｏｎ），这也吻合于亚里士

多德所强调的城邦属性：它是一个 “一致的共同体”（ｋｏｉｎōｎｉａ）。④ 可以说，对城邦本质的这种

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普遍认识，能够使德谟斯提尼的演说更具说服力。

关于这种修辞策略，因为德谟斯提尼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没有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它在更广范围内的运用情况。不过，从修昔底德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

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证明德谟斯提尼对 “一致”和 “行动”的强调源于雅典公

·３３１·

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２９１，并参见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Ｍａｄｅｒ，Ｐａｘ　Ｄｕｅｌｌｏ　Ｍｉｘｔａ：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１５．
关于德谟斯提尼存世演说辞的时间排列，参见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ａｔｏｒ，ｐ．１２．
汉森推测，德谟斯提尼的存世公民大会演说辞之所以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可能是由于当时雅典民众
并未接受他的反马其顿政策，故而以文本形式发表演说辞，用来宣传自己的政策，而到公元前３３０年

代民众普遍接受其政策时，则无需再发表这类演说辞。见 Ｍｏｇｅｎｓ　Ｈｅｒｍａｎ　Ｈａｎｓｅｎ，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７．

，还可以参见亚当斯这类演说辞。



民大会演说的传统。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为了说服民众发动西西里远征，也面临着与德谟
斯提尼相似的阻碍，并且运用了与之相似的修辞策略。在记载其演说内容之前，修昔底德特别
说明民众对亚西比德的一般看法：由于他热爱赛马，生活奢侈，具有很高的权势，又往往做出
违法的行为，因此多数人担心他主张西西里远征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僭主。① 亚西比德的提议
演说将有破坏民主政治之嫌，所以，他在演说的开始部分首先为自己张扬炫耀的生活方式加以
辩护，声称他参加赛马和提供合唱队捐助是为了提高城邦的名誉。然后他将话题转向讨论平等
问题，他认为，能力和地位差异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当的。② 我们知道，平等是雅
典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③ 而亚西比德的论调很可能会遭受民众的质疑。不过，当转入西西
里远征的主题以后，他也像德谟斯提尼那样绕开民主政体，而诉求于更具普遍性的城邦存在的
根本原则。他先是向雅典民众介绍西西里地区各城邦的劣势所在，特别指出，那些城邦中的每
个人都想着如何利用演说 （ｌｅｇōｎ）和暴动从公家获利，像这样的民众是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也
不可能投入一致行动 （ｅｓ　ｔａ　ｅｒｇａ　ｋｏｉｎōｓ　ｔｒｅｐｅｓｔｈａｉ）。④ 通过这种方式的描述，亚西比德将西西
里各城邦树立为典型的反面形象，之后又以同样的标准对雅典民众提出积极要求：各种人———

包括次等的、中等的和擅于深思熟虑的人———只有联合起来才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而城邦也
应当习惯于不以言辞而以行动 （ｏｕ　ｌｏｇōｉ　ａｌｌｅｒｇōｉ　ｍａｌｌｏｎ）来捍卫它自己。⑤ 我们注意到，这
里不但涉及 “演说”与 “行动”的对比，还更明确地表达出对 “一致”原则的强调，它们体现
了古希腊人所公认的城邦属性及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在亚西比德的此次演说中构成修辞策略的
关键环节，为演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从而强化其说服效果。德谟斯提尼则继承了这种修辞策
略，将 “演说”与 “行动”的关系充分展开，并依据城邦的 “一致”原则，使之最终演绎为对
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在这一修辞传统中，他所提出的 “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很可能会
得到雅典民众的认同，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具体表现出来。

四、结　　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来看，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并且总
是将 “行动”与 “演说”对立起随��[(演)-80(说)] TJ�/F243-T1-1 1 Tf�0 Tr�9.703505 0 0 9.703505 0 30.516086 30.516002 TD�(") Tj�/F0 1 Tf�0 Tr�9.703505 0 0 9.703505 0 -8.247979 Tm�38.516086 30.511002 TD�0.079 Tc郧罢哂枰钥隙ě果"

，



更为重要的是，与某次个别演说中的劝勉、激励相比，民众的政治角色意识一旦形成，它
对城邦政治运作的影响则更加深远。根据现存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来看，他在尽力说
服民众接受其反马其顿政策的十余年间，不断以同样的方式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角色，在此过程
中，他将每次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与城邦政治原则和社会问题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并
且反复重申。这一方面使民众在每一次参与政治商议时得以反思那些普遍原则和社会问题，理
解自身在城邦政治生活整体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通过不断地参与政治商议实践逐渐形成长效性
的政治角色意识；另一方面，这种角色意识作为民众政治商议实践的认知基础，反过来也会在
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邦政策的总体趋势。我们有理由认为，经过德谟斯提尼十余年的努力，雅
典民众的凝聚力得以维系，为他们日后终于以实际行动接受反马其顿政策提供了某种保障。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文着重从古希腊演说术修辞策略的角度，尝试探讨德谟斯提尼如何
通过公民大会演说来塑造雅典民众作为 “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及其对民主政治运作可
能具有的积极作用；而笔者所分析的这些演说辞也的确反映出政治家试图调控和矫正民众参与
城邦政治商议的方式。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演说在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这种保
障功能的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内在特征的集中体现。演说对于雅典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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